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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篆书书法对江户日本的影响
曹 　　　　悦
The Inﬂ uence of Chinese Seal Script Calligraphy on Seal Scripts in Edo Japan
CAO Yue
Abstract
 Chinese seal script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After Qin Shihuang uniﬁ ed the 
script, the position of the seal script gradually declined because of the scripts’ 
evolution and the demand for practicability. But in the Ta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re were two large seal script renaissances, whose inﬂ uence restored the 
importance of seal script. The Qing dynasty was another peak in the seal script 
renaissanc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it not only inﬂ uenced the Qing dynasty’s 
Chinese seal script, but also the seal script of Edo Japan.
 As for the research that has been done on my topic, so far there is just 
one person who has written about it, Iwatsubo Mitsuo. He mainly arranged and 
discussed the problems of seal script publications in the Edo period, and did not 
talk about the inﬂ uence of Chinese seal script on Edo Japan. In this thesis, I took 
two examples that was works and theories of Sawada Toukou and Matsushita 
Useki to prove this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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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国篆书书法发展源远流长，自秦始皇统一文字以来，随著文字演变和实用性的需求，篆书
的地位日渐衰落，但在唐代、清代分别进行了两次大的篆书复兴思潮，使得篆书恢复其影响力，
而清代篆书对同时期的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清代是继唐代之后篆书复兴的又一个高峰，在当时著名的碑学运动中，篆书的复兴也是其兴
起和提出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出现了一大批与篆书相关的书家和学者，其中一部分书家继
承了传统篆书，一部分书家如孙星衍，王澍等结合其学者身份以及特殊的文化修养，形成了有别
于前代的独特的篆书风格。总之，清代在复古的基础上又为篆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当时
的中国影响深远，与此同时，对江户时代的日本书法也产生了影响。1）
　　江户时代的日本随着频繁的海上贸易，佛教、文化等方面也得到了交流，商人、僧侣等随唐
船进入日本，带来了物产及文化，同时得到了日本的接纳和传播。中国书法在日本的发展主要受
六朝书风的影响，楷书，行书风靡，而篆书却鲜有人知，在此基础上清代篆书复兴，从某种意义
上说，对日本篆书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篆书在江户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使得日本书家对
中国篆书进行全面的认识和学习，出现了许多与篆书相关的书法理论，例如泽田东江，松下乌石
等人的书论，有很多来自中国古代书论，通过这些在日本可以被参考的中国书论书籍，便可以了
解江户日本对中国篆书书法的认识和接受程度，而这些书家不仅在理论方面有所造诣，在书法艺
术方面对日本书道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岩坪充雄2）已有类似论题的研究成果，他主要整理和讨论的是江户时
代与篆书相关的出版刊物的问题，而对中国篆书所带来的影响涉及较少，本文主要以江户中期的
泽田东江3）和松下乌石4）的书法作品和书法理论为例，从艺术和理论的角度进行探讨，从而分析得
出清代篆书对于江户日本的影响。
 1） 曹悦《中国篆书书法与江户日本―以泽田东江<篆说〉为中心》，《“第三届环东海与边疆论坛―东亚海洋
共同体构建与边疆治理现代化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海交史研究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学院主办，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承办，2015年12月，第22-39页。
 2） 岩坪充雄《江户时代の篆書体受容について―篆書関連書籍の翻刻·出版の事情より》，《書学書道研究》
（15），2005年，55-69页。
 3） 曹悦《中国篆书书法与江户日本―以泽田东江〈篆说〉为中心》，《“第三届环东海与边疆论坛―东亚海洋
共同体构建与边疆治理现代化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海交史研究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学院主办，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承办，2015年12月，第22-39页。
 4） 曹悦《清代中国篆书书法的日本影响―以松下乌石及其〈书法群碎〉为中心》，《“第二回东亚青年海洋文
化国际论坛”会议论文集》，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主办，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文化研究所、国立台湾海洋大
学人文社会教学研究中心合办，2016年 3月，第293-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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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中国的篆书书法
1 、篆书书法从古代到明代的变迁
　　甲骨文发掘于殷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已经成熟的文字体系，在原始宗教活动丰富的殷
商时期，甲骨文字基本都用于占卜、祭祀，为了敬事鬼神，契刻的居多，有少数为书写而成，象
形意味较浓厚。商代末年，文字逐渐题刻在器皿上，形式庄重，慢慢摆脱原有的装饰性，被赋予
更多的人文意义。
　　西周早期，金文逐渐流行起来，依然有装饰的意味，书写较随意，且风格迥异，但随着礼乐
制度深入人心，相比之前的金文，有明显的秩序感，书写流畅，线条优美，字形以及章法排布都
有一定的规律，开始遵循法度，降低了象形的程度，加入更多人的思想，人工美日益突出，从无
序到有序不断发展，大篆逐渐有了规范，如《墙盘》等代表作品。与此同时，受潦草书写的影响，
简化了“篆引”，形成介于正体大篆和草体之间的新的风格，代表作品有《散盘》等。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但是使得思想、文化、艺术等领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早期延续
西周大篆的风格，各诸侯国之间大同小异，到中期以后，楚国等一些诸侯国开始美化装饰大篆，
出现“虫书”、“蝌蚪书”等，而黄河流域直到战国中期，一直新旧并存，还有诸侯国在延续传统
大篆的基础上加入草体，字的结体不再规范，更加注重线条变换流畅等新的审美需求，有别于传
统意义上的大篆。春秋时期的秦国，文字与书法自成体系，作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图案化较强
的《秦公钟》、《秦公簋》为代表的金文作品，另一种是以《石鼓文》为代表的图案化程度更高的
文字，战国以后，逐渐向小篆过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施行“书同文字”的政策，废除六国异文，历代关于小篆有
许多记载，西晋卫恒《四体书势》5）中提到两个省改大篆的说法，一是李斯等人所改，二是程邈所
改，但也有说程邈所定的是隶书。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6）有载：“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
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狱吏，名书曰隶书。”这里提到是
程邈“增减大篆体”，但接下来各代的一些记载都认可李斯省改大篆这一说法，例如后魏江式《论
书表》7）：“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
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唐代虞世南《书旨述》8）：
 5） 朱长文《晋卫恒四体书势》，《钦定四库全书》，第812册，墨池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月，第
617-620页。
 6） 张彦远《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钦定四库全书》，第812册，法书要录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月，第108-111页。
 7） 朱长文《晋江式论书表》，《钦定四库全书》，第812册，墨池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月，第
600-604页。
 8） 陈思《唐虞世南书旨述》，《钦定四库全书》，第814册，书苑菁华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月，第
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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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丞相李斯改省籀文，适时简要，号曰小篆，善而行之。”唐代张怀瓘在《六体书论》9）中说：“小
篆者，李斯造也。或镂纤屈盘，或悬针状貌。鳞羽参差而互进，珪璧错落以争明。其势飞腾，其
形端俨。”元代郑杓、刘有定的《衍极并注》10）中也说：“吕政暴兴，天人之道坏乱极矣。李斯者，
适际其时，陶诞偃仰，专名擅作，悉燔旧章，天下行秦篆矣。”
　　以上史料基本都认为小篆为李斯所改定，足可见李斯在秦代，乃至篆书发展史上都有及其重
要的地位，省改小篆，使得篆书的发展告别了古文字，成为文字演变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秦之后篆书不断简化、省改，经历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书体演变至魏晋基本稳定，
各种书体的意义也基本约定俗成，楷书的正体地位牢不可撼，遂至篆隶逐渐退出实用舞台，几近
中废，到唐代得以复兴。唐代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都十分繁荣的朝代，加上统治者开明的政
策和对书法的喜爱，各书体都得到丰富和发展，其中逐渐退出实用领域的篆书也在复古的大旗之
下重新发展起来，李阳冰雄秀独出，以“斯翁之后直至小生”的魄力将篆书的魅力做了新的阐发，
他的成绩对于唐代成为书法全面发展的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唐代舒元舆著有《玉箸篆志》11），其
中他说秦丞相李斯将仓颉的籀文继承创新，发展成为玉箸篆，体态尊古法，时下无人能及，此后
便成为一家之法，经历了汉代、三国，一直到隋，仍然没有人能超越，但后来出现了李阳冰，其
光芒似乎被阳冰所掩，还有后代种种书家认为，李阳冰在李斯等前人的基础上为后人学习篆法架
起了桥梁，其地位难以撼动。
　　到了明代初期，文化的发展单纯的只是为了粉饰太平，书法的发展当然也受到了禁锢，明代
中叶逐渐出现了吴门书派，晚明时期浪漫主义书风才彻底扭转了文化高压的局面，个性解放，大
多数书家通过行书、草书来抒情达意，而篆书并没有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在当时不适宜区抒发
文人的情感，在篆书的发展中并无益处。
2 、清代篆书的发展
　　清代初期，由于明代的遗民学者、画家等对隶书的喜好，使得其最先开始兴起，而篆书相比
之下并没有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只有一部分人从中意识到篆书的古拙美感，并将其运用在书法
创作和书学理论中。之后随着金石学、文字学的不断展开，书家、学者学习篆书对字法的要求更
加严格，这也使得他们对于篆书有了更深层次的看法和理解，在遵从古法的基础之上进行学习，
夯实了习篆的小学基础，为篆书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使其在篆书发展史上的地位显著提升。
　　清代是篆书复兴的又一个高峰期，在当时著名的碑学运动中，篆书的复兴也是其兴起和提出
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出现了一大批与篆书相关的书家和学者。王澍、钱坫、孙星衍等人，
 9） 陈思《晋张怀瓘六体书论》，《钦定四库全书》，第814册，书苑菁华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月，
第114-117页。
10） 郑杓撰，刘有定注，《钦定四库全书》，第814册，衍极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月，第444页。
11） 朱长文《唐舒元舆玉箸篆志》，《钦定四库全书》，第812册，墨池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月，
第783-7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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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者的身份和特殊的文化修养，“以古为师”，遵从古法，学习李斯、阳冰等先人的篆法，并
从碑版中习得篆书精髓，由于对古代碑版的严格遵守以及深厚的字学基础，也使得王澍等书家篆
书风格较为古板，多为古人的影子，自我创新较少，但尽管如此，对古法严谨的要求规范了时下
混乱的篆书风格，对篆书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规范。除此之外，一些书家糅合了古今篆法之精髓，
在古法之上大胆创新，钱泳在“书学”中提到：
　　本朝王虚舟吏部颇负篆书之名，既非秦非汉，亦非唐非宋，且既写篆书，而不用《说文》，
学者讥之。近时钱献之别驾亦通是学，其书本宗少温，实可突过吏部。老年病发，以左手作
书，难于宛转，遂将钟鼎文、石鼓文、及秦汉铜器款识、汉碑提额各体参杂其中，忽圆忽方，
似篆似隶，亦如郑板桥将篆隶行草铸成一炉，不可以为训也。惟孙渊如观察守定旧法，当为
善学者，微嫌取则不高，为梦英所囿耳。献之之后，若洪稚存编修、万廉山司马、严铁桥孝
廉及邓石如、吴山子具称善手，然不能过观察、别驾两公中年书矣。12）
　　这段话中提到各书家作篆，如王虚舟在当时以篆书闻名，但其篆书没有出处，非秦汉、非唐
宋，且不用《说文》，则被学者所贬斥，而钱献之等人则宗李少温等传统，老年更是将钟鼎文、石
鼓文、秦汉铜器款识、汉碑碑额等杂糅其中，形成较为复古的书风，还有许多书家也与此类似，
继承传统，汲取古人篆书之精华，书风古朴，笔画均匀细长，是清初篆书复兴时的主要篆书风格。
　　清代中期，篆书的地位得到重新确立，受古法的影响，篆书的发展日益规范化，有了坚实的
基础，同时受到当时多种思想的冲击，如碑学思想、民族怀旧思想、外来艺术思想等，书家的创
作不再拘于传统，更加关注艺术性，其中邓石如也是篆书发展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包世臣在《艺
舟双楫》中称：“神品一人　邓石如隶及篆书”，在继承古法的基础上，结合碑学兴盛的背景，加
入清人自己的想法，形成清代篆书独有的风格，包括吴熙载、杨沂孙、赵之谦、吴昌硕等书家，
基本都遵循这种体势偏长或偏方、追求线条质量和流畅性的特点，具有较强的书写意味。清篆在
篆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后人学习篆书的楷模和范本。13）
　　总而言之，篆书从李阳冰的复兴直到明清，一直在不断变化发展，明清时期已经是书法走向
成熟的时期，各种体系基本完备，尽管“以古为师”，但有了自己的特点和规范，此时书家在继承
传统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创新，同时融入了很强的书写意趣，突破了前代单一的用笔，使得篆
书作品秀美端庄但不失圆滑，结构多上紧下松，用笔节奏感极强，而且在苍劲有力的用笔中，圆
润灵动的气息酣畅淋漓的展现出来，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具有创新性的篆书风格。14）
12） 钱泳《书学》，《履园丛话》卷上，中华书局，1979年12月，第285页。
13） 曹悦《清代篆书的日本影响》，《近代东亚海域交流：航运、台湾、渔业》，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2016年 3月，第57-75页。
14） 曹悦《唐代书家李阳冰篆书书法的复兴及其影响》，《或问》，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2015年第28
期，第169-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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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代篆书书法对日本的影响
1 、泽田东江与篆书书法
　　泽田东江，生于享保17年（1732），卒于宽政 8年 6月15日（1796年 7月19日），是江户时代
著名的书道家、汉学者、儒学家，著有《书话》一文，《篆说》是其中与篆书相关的一篇文章，对
篆书的起源、流传、种别进行叙述，文章内容用篆书书写，最后刻有楷书释文，及芝田汶岭题跋。
全文共418字，在《日本书论集成》中，北川博邦对此进行题解15），提到此文与《说文解字叙》内
容相似，只有结论部分有所改动。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自黄帝以来，至于
周宣王二千年间，中国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孔子修《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
古文，洎宣王史，《史籀》采仓颉古文，综其遗美，别署新意，始着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
或与古异，世谓之籀文。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
下，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
《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谓之小篆。自而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
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六体，曰古文、奇字、篆书、
隶书、缪书、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其别出者，若麒麟、鸾凤、龟
龙、鱼、雕虫、钟鼎、璎珞、偃波、芝英、柳叶、悬针、垂露、蛇蚕、云穗、仙篆、鹤书，
此皆有名而不传其制，偶有所见者，亦惟妄作耳。夫周室既东，不同文也久矣，虽秦同文字，
然其得上古已有之，李斯、赵高、胡毋敬等，损益撰集，自我作古，古文、大、小篆，名则
三，实则小异而大同，古文谓之蝌蚪，史书谓之大篆，秦篆谓之玉筯篆，皆当时之异，称岂
复伪造以行怪哉，故余谓学篆书则以李斯、阳冰为法，为是故也。16）
　　以上是泽田东江《篆说》的全部内容，文章前半部分内容，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可以找到出处，
然而后一部分则没有相对应的中国文献，是东江个人对于篆书的思考和见解。
　　北川博邦提到的《说文解字叙》，又作《说文解字序》，作者许慎（约58--约147），字叔重，
东汉时期汝南郡召陵县（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东汉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用二十年之
久撰写了《说文解字》，这篇序，既是对《说文解字》的概述，同时对文字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叙的内容篇幅较长，首先简述了周代以前的文字的流源，接着介绍了自周代到秦的文字的演
变，然后介绍了汉以后文字的概况及其研究，并指出尊崇隶书反对古文的错误，最后说明作书的
态度、意义和体例。
15） 西川宁编，北川博邦题解《日本书论集成》，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 2 - 3页。
16） 泽田东江《篆说》，《日本书论集成》第七卷，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3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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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东江先生的《篆说》与许慎《说文解字叙》的全文一一进行比对后发现，《篆说》内容并非
完全是对《说文解字叙》的复述或抄袭，文章前半部分有一些语句与《说文解字叙》完全重合，
如“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而有一些语句与《说文
解字叙》相似，对其进行节选和复述，并非完全重合，文中大概有三处，如：
　　《说文解字叙》中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
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此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作
谓小篆者也。”17）《篆说》对其进行省改：“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
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谓之小篆。”18）
　　《说文解字叙》中“及宣王太史籀着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
《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19）《篆说》中却是这样叙述：“孔子修《六经》，左丘明述《春
秋传》，皆以古文，洎宣王史，《史籀》采仓颉古文，综其遗美，别署新意，始着大篆十五篇，或
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文。”20）
　　《说文解字叙》：“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
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竒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
下邽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
也。”21）而《篆说》则为：“汉兴有六体，曰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书、虫书，皆所以通知古
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22）
　　通过以上比对，可以得出，东江先生撰写此文时参考了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但并没有照
搬，文中语句不是完全来源于《说文解字叙》，可能对其他一些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相关书籍进行参
考并撰文。
　　这篇文章全文是泽田东江用篆书所写（如图 1 ），很明显，其风格与秦李斯的《峄山碑》十分
相似（如图 2 ），均为铁线篆，结字长中见方，章法接近，行和列之间间距相当，有些字结构完全
一致，例如“初”（如图 3 ）、“立”（如图 4 ），字形统一且空间布白基本一致，继承了秦小篆的特
征，但有些字却略有不同，例如“之”（如图 5 ）、“即”（如图 6 ），字的结构略有差异，《篆说》
中的“之”和“即”笔画较简单，省去了一些复杂的部分，《峄山碑》相比之下更佳圆润，棱角并
不分明，而《篆说》逐渐显现出棱角，与清代篆书又有几分相似。清代篆书中遵循复古书风的篆
17） 陈思《汉许慎说文解字叙》，《钦定四库全书》，第814册，书苑菁华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月，
第157-159页。
18） 泽田东江《篆说》，《日本书论集成》第七卷，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31-49页。
19） 陈思《汉许慎说文解字叙》，《钦定四库全书》，第814册，书苑菁华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月，
第157-159页。
20） 泽田东江《篆说》，《日本书论集成》第七卷，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31-49页。
21） 陈思《汉许慎说文解字叙》，《钦定四库全书》，第814册，书苑菁华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月，
第157-159页。
22） 泽田东江《篆说》，《日本书论集成》第七卷，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3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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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篆说》中的“之” 《峄山碑》中的“之”
图 6
《篆说》中的“即” 《峄山碑》中的“即”
图 2　李斯《峄山碑》局部图 1　泽田东江《篆说》局部
图 3 图 4
《篆说》中的“初” 《峄山碑》中的“初” 《篆说》中的“立” 《峄山碑》中的“立”
图 7　清代钱坫篆书联 图 8　清代邓石如篆书四条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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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虽然大体上在运笔、结字、章法上遵循秦篆的特征，但也进行了省改，笔画并没有秦小篆复
杂（如图 7 ），钱坫是清代复古书风的代表书家，扎实的文字学基础，书风整饬，基层古法，而以
邓石如为代表的篆书家，在各种书体上都有很大的造诣，运笔更佳灵活多变，圆中带方，打破了
传统的圆滑，是清代碑学运动里程碑式的人物（如图 8 ）。
　　通过以上细节的分析之后可以发现，江户时期日本受到清代篆书的影响，更多的倾向于复古
书风，继承秦小篆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又学习清代篆书的新特点，不仅仅是程式化的注重字
形的对称和线条的匀称，更佳注重书写性，简化了先人复杂的笔画，使得篆书更佳美观实用，泽
田东江的《篆说》在陈述有关篆书书论的同时，学习清代篆书既遵循古法、又不落入俗套的风格，
将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是江户时代日本篆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北川博邦对《篆说》的题解得知，其全文与许慎《说文解字叙》相类似，但经过比对，并
非完全一致，除了《说文解字叙》之外，可能还参考了一些别的书目，因此，对《篆说》全文内
容逐句翻查，究其出处，其中，有一半的内容可以在一些书目中找到原文相对应，剩余的一半内
容则没有找到出处，应该是泽田东江个人对于篆书的看法和理解。
　　根据《篆说》全文逐句查找，其中有出处的内容整理如下：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23）这句话在中国古文献
中有28处可以完全对应，如表 1 - 1 ：
表 1 - 1 《篆说》中有关篆书书论单句的中国文献出处 1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目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目
1 汉 许慎 《说文解字》 15 清 刘宝楠 《论语正义》
2 宋 陈思 《书苑菁华》 16 清 马骕 《绎史》
3 宋 王应麟 《玉海》 17 清 倪涛 《六艺之一録》
4 明 贺复征 《文章辨体汇选》 18 清 邵晋涵 《尔雅正义》
5 明 梅鼎祚 《东汉文纪》 19 清 孙诒让 《籀庼述林》
6 明 孙瑴 《古微书》 20 清 孙诒让 《周礼正义》
7 明 徐一夔 《明集礼》 21 清 孙岳颁 《佩文斋书画谱》
8 清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22 清 王昶 《湖海文传》
9 清 胡培翚 《仪礼正义》 23 清 王筠 《说文解字句读》
10 清 胡渭 《易图明辨》 24 清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11 清 胡渭 《洪范正论》 25 清 臧琳 《经义杂记》
12 清 嵇璜 《续通志》 26 清 曾国荃 《（光绪）湖南通志》
13 清 江永 《群经补义》 27 清 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
14 清 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 28 清 邹汉勋 《斅艺斋文存》
　　以上这些资料似乎都与许慎《说文解字叙》密不可分，不管是对其原文的收录，还是在论述
过程中涉及此文，都以此为依据，因此，“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
23） 泽田东江《篆说》，《日本书论集成》第七卷，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3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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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即谓之字”这句话出处可能直接来源于《说文解字叙》，而这篇文章是《说文解字》的序言，
在唐船持渡书24）中相关书目的舶载记录如表 1 - 2 。泽田东江的《篆说》刊行于安永九年，即乾隆
四十五年（1780）年，结合刊行时间，表 1 - 2中于1714年和1727年随唐船船入日本的《说文解
字》被泽田东江参考的可能性很大。
　　“自黄帝以来，至于周宣王二千年间，中国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25）这句话在文献中有 2处
完全对应，如表 2 - 1 。以上 2本书目分别成书于元代和明代，《吴文正集》中选录的《增广钟鼎
韵序》有完整对应的文献，胡广的《性理大全书》中选录了《字学》一文，对应文献内容与《增
广钟鼎韵序》不同，但提到该内容为“临川吴氏”所说，而吴澄为抚州人，临川在抚州内，所以
可以得知“临川吴氏”即吴澄，所以，“自黄帝
以来，至于周宣王二千年间，中国所通行之字，
惟此而已”这句话的原始出处是吴澄的《增广
钟鼎韵序》，但在丛书和唐船持渡书中并没有
该文章的收录，并且也并没有收录该文章的
《吴正文集》传入日本的记录，而胡广的《性理
大全书》在唐船持渡书中与《篆说》成书时间
相符并可能参考的记录如表 2 - 2 。
　　“孔子修《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
以古文。”26）这句话在文献中有11处完全对应，
整理如表 3 - 1 。从以上搜集到的文献出处来
看，基本都摘自后魏江式的《论书表》，在前文
24）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 3月。
25） 泽田东江《篆说》，《日本书论集成》第七卷，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31-49页。
26） 泽田东江《篆说》，《日本书论集成》第七卷，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31-49页。
表 1 - 2　 与《说文解字叙》相关书目输入日本的
时间一览
书目 序号 输入日本时间 西历
《说文解字》
1 正德四年 1714
2 享保十二年 1727
3 弘化四年 1847
4 嘉永二年 1849
《说文》
1 天保十二年 1841
2 弘化四年 1847
3 嘉永元年 1848
4 嘉永三年 1850
表 2 - 1　 《篆说》中有关篆书书论单句的中国文献
出处 2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目
1 元 吴澄 《吴文正集》
2 明 胡广 《性理大全书》
表 2 - 2　《性理大全书》输入日本的时间一览
书名 序号 输入日本时间 西历
《性理大全书》
1 宝永七庚寅年 1710
2 享保四亥年 1719
3 享保十年乙巳 1725
4 宝历四年 1754
表 3 - 1　 《篆说》中有关篆书书论单句的中国文
献出处 3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目
1 唐 李延寿 《北史》
2 唐 张彦远 《法书要録》
3 宋 陈思 《书苑菁华》
4 宋 郑樵 《通志》
5 宋 朱长文 《墨池编》
6 明 董斯张 《广博物志》
7 明 严衍 《资治通鉴补》
8 清 李清 《南北史合注》
9 清 倪涛 《六艺之一録》
10 清 孙岳颁 《佩文斋书画谱》
11 清 吴士玉 《骈字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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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篆说》已经与《说文解字叙》进行
过比对，虽然涉及到这一句，但是略有出
入，而与《论书表》完全重合。在唐船持
渡书中并没有《论书表》单行本的传入，
在从书中有多个版本，整理如表 3 - 2 。
　　通过上表，再结合《篆书》刊行时间
可以发现享保十年（1725）、宝历九年
（1759）和明和二年（1765）分别随唐船传
入日本的《佩文斋书画谱》、《墨池遍》和
《法书要录》都有可能作为泽田东江撰写
《篆说》时摘录《论书表》可能参考到的版
本。
　　“洎宣王史，《史籀》采仓颉古文，综
其遗美，别署新意。”28）这句话在文献中也
可以找到对应，一共 7 处，整理为表
4 - 1 。这 7本书目中，清代于敏中的《日
下旧闻考》，始修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因此不可能
作为参考资料，其余 6本书，分别成书于
唐、宋、元代，都可能作为该句的出处。
同时，在这 6个可能的出处中，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即这些内容基本都来源于对唐
虞世南《书旨述》的整理和收录，然而在
从书中并没有找到其版本的记录，同时也
在唐船持渡书中也没有单行本传入日本，
再结合成书时间，将表 4 - 1中可能传入
日本的书目有四本，整理如表 4 - 2 。
　　表 4 - 2中说传入日本的四部书，可
能被泽田东江参考的有享保十年（1725）、
宝历九年（1759）和明和二年（1765）分
别传入日本的《佩文斋书画谱》、《墨池遍》
和《法书要录》，还有宽延二年和宝历九年
27） 张怀瓘《书断》，《四部总录艺术编》，第一册，子部，艺术类，文物出版社，1984年 6月，第695页。
28） 泽田东江《篆说》，《日本书论集成》第七卷，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31-49页。
表 3 - 2　《论书表》的版本及其输入日本的时间一览
序号 版本27） 输入日本时间 西历
1 《法书要录》 明和二年 1765
2 《墨池遍》
宝历九年 1759
宽政六年 1794
嘉永三年 1850
安政六年 1859
3 《佩文斋书画谱》
享保十年 1725
宽政六年 1794
天保十二年 1841
天保十五年 1844
安政二年 1855
安政六年 1859
表 4 - 1　《篆说》中有关篆书书论单句的中国文献出处 4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目
1 唐 张彦远 《法书要録》
2 宋 朱长文 《墨池编》
3 清 董诰 《全唐文》
4 清 倪涛 《六艺之一録》
5 清 孙岳颁 《佩文斋书画谱》
6 清 于敏中 《日下旧闻考》
7 清 赵吉士 《寄园寄所寄》
表 4 - 2　与《书旨述》相关书目输入日本的时间一览
序号 书名 输入日本时间 西历
1 《法书要録》 明和二年 1765
2 《墨池编》
宝历九年 1759
宽政六年 1794
嘉永三年 1850
安政六年 1859
3 《佩文斋书画谱》
享保十年 1725
宽政六年 1794
天保十二 5年 1841
天保十五年 1844
安政二年 1855
安政六年 1859
4 《寄园寄所寄》
宽延二年 1749
宝历九年 1759
嘉永三年 1850
嘉永四年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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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的《寄园寄所寄》。
　　“始着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文。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
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
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谓之小篆。自而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
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29），这段话在文献中找
到26处对应，如表 5 - 1 ：
　表 5 - 1　《篆说》中有关篆书书论单句的中国文献出处 5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目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目
1 唐 房玄龄 《晋书》 14 明 贺复征 《文章辨体汇选》
2 唐 韦续 《墨薮》 15 明 梅鼎祚 《西晋文纪》
3 五代 李瀚 《蒙求集注》 16 明 严衍 《资治通鉴补》
4 宋 陈思 《书苑菁华》 17 清 冯武 《书法正传》
5 宋 姜夔 《绛帖平》 18 清 顾炎武 《日知録之余》
6 宋 王安石 《王荆公诗注》 19 清 桂馥 《说文解字义证》
7 宋 王钦若 《册府元龟》 20 清 倪涛 《六艺之一録》
8 宋 王应麟 《玉海》 21 清 倪涛 《六艺之一録》
9 宋 郑樵 《通志》 22 清 孙岳颁 《佩文斋书画谱》
10 宋 朱长文 《墨池编》 23 清 吴士鉴 《晋书斠注》
11 元 郝经 《续后汉书》 24 清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12 明 董斯张 《广博物志》 25 清 张玉书 《佩文韵府》
13 明 冯琦 《经济类编》 26 清 张玉书 《佩文韵府》
　　整合以上出处发现其共同之处，即基本都
出自晋卫恒撰写的《四体书势》，《篆说》中这
段话与《说文解字叙》中内容大致相同，但基
本与《四体书势》的内容完全重合，其中仅有
1处不同，即《篆说》中为“自而秦书有八体”，
而《四体书势》中为“自秦坏古文有八体”。相
比《说文解字叙》，《篆说》的内容更加靠近《四
体书势》，因此，该段可能出典于《四体书势》。而该文章并没有单行本出版，先究其在丛书中的
版本情况，如表 5 - 2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泽田东江可能参考《四体书势》的版本为享保四年、
享保十年和享保二十年传入日本的丛书《说郛》。
　　“汉兴有六体，曰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书、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
29） 泽田东江《篆说》，《日本书论集成》第七卷，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31-49页。
30） 张怀瓘《书断》，《四部总录艺术编》，第一册，子部，艺术类，文物出版社，1984年 6月，第695页。
表 5 - 2　 《四体书势》的版本及其输入日本的时
间一览
序号 版本30） 输入日本时间 西历
2 《说郛》
享保四年 1719
享保十年 1725
享保二十年 1735
3 《书苑精华》 天保十二年 1841
中国篆书书法对江户日本的影响 （曹） 197
幡信也”31），这句有26个出处可寻，如表 6 ：
表 6　《篆说》中有关篆书书论单句的中国文献出处 6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目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目
1 汉 班固 《汉书》 14 清 陆世仪 《思辨録辑要》
2 宋 李昉 《太平御览》 15 清 倪涛 《六艺之一録》
3 宋 王益之 《西汉年纪》 16 清 倪涛 《六艺之一録》
4 宋 王应麟 《玉海》 17 清 倪涛 《六艺之一録》
5 宋 徐天麟 《西汉会要》 18 清 孙岳颁 《佩文斋书画谱》
6 宋 章如愚 《山堂考索》 19 清 王先谦 《汉书补注》
7 元 马端临 《文献通考》 20 清 吴士玉 《骈字类编》
8 明 贺复征 《文章辨体汇选》 21 清 吴士玉 《骈字类编》
9 明 唐顺之 《荆川稗编》 22 清 吴襄 《子史精华》
10 明 王圻 《续文献通考》 23 清 阎若璩 《尚书古文疏证》
11 清 陈弘谋 《五种遗规》 24 清 张英 《渊鉴类函》
12 清 桂馥 《说文解字义证》 25 清 张玉书 《佩文韵府》
13 清 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 26 清 张玉书 《佩文韵府》
　　以上26本书目中，有23处出处可供参考，其中这些文献出处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即都与小
学有关，同时在文中提到该句为汉代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所云，虽然具体参照那本书目
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汉兴有六体，曰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书、虫书，皆所以
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这句话出自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该书在唐船持渡书中有
记载与正德四年（1714）传入日本，结合成书时间，泽田东江参考该书的可能性极大。
表 7　《篆说》可能参考的舶入日本的中国书目汇总
序号 书名 输入日本时间 西历
1 《说文解字》
正德四年 1714
享保十二年 1727
2 《性理大全书》
宝永七庚寅年 1710
享保四亥年 1719
享保十年乙巳 1725
宝历四年 1754
3 《法书要录》 明和二年 1765
4 《墨池遍》 宝历九年 1759
5 《佩文斋书画谱》 享保十年 1725
6 《寄园寄所寄》
宽延二年 1749
宝历九年 1759
31） 泽田东江《篆说》，《日本书论集成》第七卷，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3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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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以上分析汇总，《篆说》前半部分内容在中国文献中有出处可寻，这部分文字最有可能参
考的文章有 6篇，分别为许慎《说文解字叙》、吴澄《增广钟鼎韵序》、江式《论书表》、虞世南
《书旨述》、卫恒《四体书势》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但究其参考的具体书目以及当时可见的书
目，可能的书目如表 7 。表 7中所罗列的书目为泽田东江在《篆说》中可能会看到的书目的版本，
通过参考这些丛书中的《说文解字叙》、《增广钟鼎韵序》、《论书表》、《书旨述》、《四体书势》和
《汉书·艺文志》这六部书，整理出《篆说》的前半部分内容，结合其个人的想法，完成文章的后
半部分，形成了较全面的篆书书论内容，为篆书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2 、松下乌石与篆书书法
　　松下乌石，名辰，字君岳、神力、龙仲等，号乌石，生于元禄十一年（1698），卒于安永八年
（1779），是江户时期著名的书家，多习得中国书法，是中国书法在日本传播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
　　中国书法在日本不断传播发展，但被广泛接受和应用学习的是楷书、行书等容易识别的书体，
篆书由于实用性及辨识度较低，并没有在日本得到广泛接受。松下乌石作为江户时期著名的书家，
学习中国传统书法，各种书体皆有涉及，其中对篆书的学习主要师法李斯等古人，留下来的墨迹
较少，多为碑额等形式，具有代表性的为《文房四神之碑》。该碑为松下乌石于宝历三年所立，位
于下京区木津屋桥通堀川下东侧，高165cm，宽70cm，藤公绳篆，冈白驹铭，松下乌石书丹。
　　通过对该碑原石（如图 9 ）及其拓片（如图10）的观察发现，虽仅有六个字，但是可以清楚
看到古人的影子，如李斯《峄山碑》（如图11）、李阳冰《颜氏家庙碑碑额》（如图12）以及史维则
的《荐福寺大戒德律师碑额》（如图13）等，以上这三个碑为秦代和唐代的碑刻，为篆书发展较为
繁盛的时代，可以代表当时的基本风格，线条均匀有力，字
形长中见方，规矩中不失灵动，结字疏朗匀称，《文房四神之
碑》碑额风格与此接近。
　　若从细节上进行分析，《文房四神之碑》碑额中“文”在
以上三个类似碑刻中对应，《颜氏家庙碑》中的“颜”，左上
角为“文”，虽然一个是独体字，一个是偏旁，但是大体的布
局是相似的，松下乌石在在空间布白上十分合理，用笔有力， 图 9　《文房四神碑》（局部）碑額
图10 《文房四神之碑》
碑额拓本
图11　《峄山碑》（局部） 图12 《颜氏家庙碑》碑
额
图13 《荐福寺大戒德律
师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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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瘦长有风骨（如图14）；“房”中的“方”与《峄山碑》中的“方”空间布白相似，但松下乌
石的处理相比《峄山碑》更加规整（如图15）；“四”虽在《峄山碑》中可以找到相同的字，但是
字形不同，松下乌石书丹较为规整，布白均匀，而李斯所书“四”中间的部分分布并不均等，竖
的部分微向内收（如图16）；“之”在这三个碑中都有出现，但与《峄山碑》的“之”结字相似，
略方，左右完全对称（如图17）；“碑”与《颜氏家庙碑碑额》和《荐福寺大戒德律师碑额》中碑
的处理方式略有不同，笔划与笔划之间的穿插十分和谐，整个字形偏长（如图18）。总之，松下乌
石篆书与中国古代传统篆书有十分相似之处，用笔有力，结字匀称，章法错落有致，相比传统篆
书更加注重篆书本身所特有的对称性，以及线条的匀称性，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匀净的感觉，但略
缺乏变化，或许与刻工以及拓工有关，线条缺乏果断和利落。
　　与传统篆书书法比对之后发现，松下乌石取传统篆书书法的大部分，其风格其实与同时期清
代中国篆书书风有很大的关联。前文中也已经提到，清代篆书经历了复古思潮，书家大多遵循古
法，尤其在清初，篆法直追李斯、阳冰，如王澍、钱坫、孙星衍等人，篆书作品点画用笔古拙，
线条匀称流畅，结字、章法疏朗，很好的继承了传统，清代“以古为师”的书家作品与松下乌石
的篆书作品风格、用笔、结字等方面都十分相似，可见，当时的日本受到清代复古书风的影响，
日本书家也开始对篆书产生兴趣，并从传统中汲取精华，形成了具有古典韵味的篆书书风。
　　关于其书法理论，《书法群碎》为乌石所编，文後有河保寿题跋曰：“乌石先生成编也，名之
曰书法群碎，古人书法与其原委，论而定之，靡有不悉得其要领者，大抵闾里师，知有今而不知
有古，知有正而不知有奇，则至使效之者，愈益俗渴不可观焉，何其拙也，若得其人以作书，则
舍此以哉，是编所以成也。”32）题跋者认为，今人学书有的只知今而不知有古，无法得到书法真正
的精髓，而松下乌石这篇文章，叙述古人书法及其原委，弥补今人学习的不足，为学习传统书法
32） 松下乌石《书法群碎》，《日本书论集成》第一卷，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170页。
图14
《文房四神之碑》《颜氏家庙碑》
图17
《文房四神之碑》
图18
《荐福寺大戒德律师碑额》《文房四神之碑》 《颜氏家庙碑》《峄山碑》
图15 图16
《峄山碑》 《峄山碑》《文房四神之碑》 《文房四神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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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文章主要叙述了学书法、撮笔法、五指法、三腕法，运笔法、大书法、中书法、小书法、结
体法、写字法这几部分内容，在之后的总论部分提及小篆，内容如下：
　　张怀瓘曰：小篆秦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文，谓之小篆。陶九成曰：小篆俗皆
喜长大，长而无法，但以方楷一字半为度，一字为正体，半字为垂脚，脚不过三，有无可奈
何者，当以正脚为主，妆其短如幡脚可也，有下无脚字，如生甘之等字，却以上枝为出，如
草木之为物。吾丘衍曰：学篆字必须博古，能识古器，则其欸识中古字，神气敦扑，可以助
技。又曰：今之篆书，即古人正常字，中古初有笔也，不过竹上束毛，便于写画，故篆字肥
瘦，抱一转折，无棱角，后人以真行草，或细或肥，以为美茂，若笔无心，不可成体，今人
以笔作篆，遂不及古人矣，若以笔作之，于灯上烧过，庶几为便乎。33）
　　文中提及张怀瓘、陶宗仪和吾丘衍三人，分别引用了其书论的内容，且基本上是对这些
中国古代书论的整理，通过将以上内容在中国文献中逐句查阅，整理得出松下乌石在撰文时
所引用的部分在中国文献中的分布情况。“张怀瓘曰：小篆秦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
文，谓之小篆。”34）这句话在古籍中可以找到12个出处，如表 8 - 1 。
表 8 - 1　《书法群碎》中有关篆书书论单句的中国文献出处 1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名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名
1 唐 张怀瓘 《书断》 7 明 唐顺之 《荆川稗编》
2 唐 张彦远 《法书要録》 8 明 王圻 《续文献通考》
3 宋 陈思 《书苑菁华》 9 清 桂馥 《说文解字义证》
4 宋 李昉 《太平广记》 10 清 倪涛 《六艺之一録》
5 宋 朱长文 《墨池编》 11 清 唐秉钧 《文房肆考图说》
6 宋 朱长文 《墨池编》 12 清 王昶 《金石萃编》
　　以上出处的共同之处是相关内容都大多出自张怀瓘的《书断》，但是在唐船持渡书35）的记载中
并没有单行本传入日本，因此要究其在丛书中的记载情况，从而整理出相关版本所在丛书随唐船
舶入日本的时间，如表 8 - 2 。
33） 松下乌石《书法群碎》，《日本书论集成》第一卷，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168页。
34） 松下乌石《书法群碎》，《日本书论集成》第一卷，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168页。
35）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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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 2　《书断》的版本及其输入日本的时间一览
序号 版本 输入日本时间 西历 序号 版本 输入日本时间 西历
1 法书要録本36） 明和二年 1765
5 百川学海本37）
宝永七年 1710
2 墨池编本38）
宝历九年 1759 宽延四年 1751
宽政六年 1794 宝历四年 1754
嘉永三年 1850 宝历七年 1780
安政六年 1859 天明二年 1782
3 王氏书画苑39）
宝历十二年 1762 嘉永六年 1853
天保十二年 1841
6 说郛本40）
享保四年 1719
嘉永六年 1853 宽延四年 1751
4 四库全书本并同41） 安政七年 1860
宝历九年 1759
7 读书敏求记本42） 元文二年 1737
　　松下乌石的《书法群碎》成书于元文四年，即1739年，与以上丛书随唐船传入日本的时间进
行比对，只有宝永七年（1710）传入的《百川学海》和元文二年（1737）传入的《读书敏求记》
符合《书法群碎》的成书时间，松下乌石在当时有可能看到这两本丛书，并摘录了张怀瓘的《书
断》一文因此可以说文中第一句的出处是张怀瓘的《书断》。
　　“陶九成曰：小篆俗皆喜长大，长而无法，但以方楷一字半为度，一字为正体，半字为垂脚，
脚不过三，有无可奈何者，当以正脚为主，妆其短如幡脚可也，有下无脚字，如生甘之等字，却
以上枝为出，如草木之为物。”43）这段话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有14个对应的出处，如表 9 - 1 ：
表 9 - 1　《书法群碎》中有关篆书书论单句的中国文献出处 2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名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名
1 元 陶宗仪 《书史会要》 8 清 梁章巨 《退庵随笔》
2 明 陆深 《俨山外集》 9 清 倪涛 《六艺之一録》
3 明 潘之淙 《书法离钩》 10 清 孙岳颁 《佩文斋书画谱》
4 明 彭大翼 《山堂肆考》 11 清 孙岳颁 《佩文斋书画谱》
5 明 汪砢玉 《珊瑚网》 12 清 王鸣盛 《蛾术编》
6 清 卞永誉 《式古堂书画汇考》 13 清 叶尔寛 《摹印传灯》
7 清 孔继浩 《篆镂心得》 14 清 张英 《渊鉴类函》
36） 张怀瓘《书断》，《四部总录艺术编》，第一册，子部，艺术类，文物出版社，1984年 6月，第695页。
37） 张怀瓘《书断》，《四部总录艺术编》，第一册，子部，艺术类，文物出版社，1984年 6月，第695页。
38） 张怀瓘《书断》，《四部总录艺术编》，第一册，子部，艺术类，文物出版社，1984年 6月，第695页。
39） 张怀瓘《书断》，《四部总录艺术编》，第一册，子部，艺术类，文物出版社，1984年 6月，第695页。
40） 张怀瓘《书断》，《四部总录艺术编》，第一册，子部，艺术类，文物出版社，1984年 6月，第695页。
41） 张怀瓘《书断》，《四部总录艺术编》，第一册，子部，艺术类，文物出版社，1984年 6月，第695页。
42） 张怀瓘《书断》，《四部总录艺术编》，第一册，子部，艺术类，文物出版社，1984年 6月，第695页。
43） 松下乌石《书法群碎》，《日本书论集成》第一卷，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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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出处中，内容来源于吾丘衍的
书论内容，如《论写篆》、《三十五举》、
《学古编》等，但是松下乌石文章中说
“陶九成曰”，陶九成即陶宗仪，其《书
史会要》对吾衍的这段话有收录，因此，
结合以上条件可以认为乌石先生引用的
是陶宗仪的《书史会要》，但唐船持渡
书44）中也没有该书单行本的记载，其传
入版本可能都存在于丛书中，通过整理
后得出表 9 - 2 。如上为陶宗仪《书史会
要》在唐船持渡书45）中有记载的版本，
其中《百川学海》于宝永七年（1710）
传入日本，这一版本符合《书法群碎》
的成书时间，因此在著书之前松下乌石
可能对该书参考并摘录《书史会要》的
相关篆书的内容。
　　“吾丘衍曰：学篆字必须博古，能识
古器，则其欸识中古字，神气敦扑，可
以助技。”46）这句话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
3个对应出处，如表10。“又曰：今之篆书，即古人正常字，中古初有笔也，不过竹上束毛，便于
写画，故篆字肥瘦，抱一转折，无棱角，后人以真行草，或细或肥，以为美茂，若笔无心，不可
成体，今人以笔作篆，遂不及古人矣，若以笔作之，于灯上烧过，庶几为便乎。”47）这段话在中国
文献中有 4个对应出处，如表11。
　　这两句话都来自于吾丘衍，许多摘录的是吾丘衍的《十三举》，究其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出处
后如表10、表11，但是以上书籍中，《摹印传灯》、《篆镂心得》的版本还有待考证，而且并没有传
入日本的记载，《佩文斋书画谱》尽管多个版本传入，但时间与松下乌石写作时间不符，《书史会
要》在前文中已经探讨过，因此，对《书史会要》参考的可能性很大。
　　综上，松下乌石撰写《书法群碎》的时间为元文四年（1739），分析了其有关篆书的书论内容
在中国文献中的出处，通过这些出处进一步究其版本的出版情况，然后对应唐船持渡书，找出在
当时可能看到的书籍有《百川学海》和《读书敏求记本》，而在分析的过程中发现，《百川学海》
44）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 3月。
45）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 3月。
46） 松下乌石《书法群碎》，《日本书论集成》第一卷，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168页。
47） 松下乌石《书法群碎》，《日本书论集成》第一卷，汲古书院，1979年 2月，第168页。
表 9 - 2　《书史会要》的版本及其输入日本的时间一览
序号 版本 输入日本时间 西历
1 《百川学海本》
宝永七年 1710
宽延四年 1751
宝历四年 1754
宝历七年 1780
天明二年 1782
嘉永六年 1853
2 《四库全书本》 安政七年 1860
表10　《书法群碎》中有关篆书书论单句的中国文献出处 3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名
1 清 孙岳颁 《佩文斋书画谱》
2 清 叶尔寛 《摹印传灯》
3 清 孔继浩 《篆镂心得》
表11　《书法群碎》中有关篆书书论单句的中国文献出处 4
序号 朝代 作者 书名
1 元 陶宗仪 《书史会要》
2 清 孙岳颁 《佩文斋书画谱》
3 清 叶尔寛 《摹印传灯》
4 清 孔继浩 《篆镂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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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时收录了张怀瓘的《书断》和陶宗仪的《书史会要》，而张、陶二人的书论内容在松下乌石的
文章中被节录整理，如表 9 - 2 所述，符合《书法群碎》成书并输入日本的时间为宝永七年
（1710），因此在当时《百川学海》这部丛书被参考的可能性很大，而其中《书断》和《书史会要》
的内容对松下乌石撰写《书法群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小结
　　中国书法的历史，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正定文字，篆书即作为当时中国普遍通用的书体，并
逐渐形成完备的体系，之后，随著文字的演变和实用性的需要，汉代隶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成
为官方标准字体，到后来演变为楷书、草书，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行书，在关注实用性的同时，
共同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日本，由于航海、贸易、佛教等一系列因素，中国书法随之传入日本，最开始盛行的
是六朝书风，之后的唐代，对日本书法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六朝、唐代的楷书在日本风靡，
并被普遍接受，然而当时的日本对于篆书书法、印章上的文字等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现象可能
与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在文字演变、书法发展这一过程中，随着新书体的产生以及
实用性的增强，作为书法发展源头的篆书逐渐衰弱，一直到唐代李阳冰才得以复兴，随后又走向
低谷，直到清代，篆书的地位及影响重新确立，也广泛传播到日本，泽田东江、松下乌石等可能
也受到这股篆书复兴风潮的影响。48）
　　书法艺术方面，通过对泽田东江、松下乌石的篆书书法作品与中国的篆书书法进行比较之后
发现，二人与清代一部分篆书家一样，受复古书风的影响，遵循古法，尤其在清初，篆法直追李
斯、阳冰，如王澍、钱坫、孙星衍等人，篆书作品点画用笔古拙，线条匀称流畅，结字、章法疏
朗，很好的继承了传统，清代“以古为师”的书家作品与泽田东江、松下乌石的篆书作品风格、
用笔、结字等方面都十分相似，可见，当时的日本受到清代复古书风的影响，日本书家也开始对
篆书产生兴趣，并从传统中汲取精华，结合后人对于篆书的理解和认识，更佳灵活多变，形成了
具有古典韵味的篆书书风。
　　书法理论理论方面，泽田东江、松下乌石学习中国书论，收录整理的基础之上加入自己的认
识，形成较为客观的书论内容。其中，泽田东江《篆说》成书时间为1780年，整理出六部符合其
成书时间，有可能参考的丛书：《说文解字》、《性理大全书》、《法书要录》、《墨池编》、《佩文斋书
画谱》、《寄园寄所寄》。同时，分别参考了以上丛书中《说文解字叙》、《增广钟鼎韵序》、《论书
表》、《书旨述》、《四体书势》和《汉书·艺文志》，整理出《篆说》的前半部分内容。综合分析由
于北川博邦在题解中提及《篆说》与《说文解字叙》相似，因此，参考《说文解字》的可能性最
48） 曹悦《中国篆书书法与江户日本―以泽田东江〈篆说〉为中心》，《“第三届环东海与边疆论坛―东亚海洋
共同体构建与边疆治理现代化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海交史研究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学院主办，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承办，2015年12月，第2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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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次是在逐句分析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是《法书要录》、《墨池编》、《佩文斋书画谱》，也有对
这三部书参考的可能性。而松下乌石撰写《书法群碎》参考了《书断》和《书史会要》的内容，
而这两篇文章出自《百川学海》，因此这部书参考的可能性最大。泽田东江和松下乌石二者都在参
考这些中国文献的基础之上加入自己的想法，形成了《篆说》和《书法群碎》有关篆书的书论内
容，以此为例，当时江户日本的书论等内容受到清代复古书风的影响，日本书家摘录和整理中国
书论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书法理论。
　　综上所述，无论从书法艺术方面，还是书法理论方面，都可以清楚的看出江户时期的日本书
法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清代复古书风的影响，学习中国古代传统书风及书论的基础之上加入书
家本人的个人想法，形成了独特的日本篆书书风，由此看出，中国篆书书法对于江户时期的日本
影响深远。
